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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州东赵遗址：

夏朝真实存在的考古探索
本报记者 杜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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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璀璨的五千年文明史上，夏朝

是否真实存在一直受到国外学者的质疑，

在他们看来没有出土遗迹的证明无法承认

一个朝代的存在。所以，为了探究夏朝的

真实存在，近几十年来，考古学者一直在做

不懈探索，尤其当二里头文化发现后，夏朝

的踪迹终于通过考古手段捕捉到。但是问

题在于，即使二里头出土了带有“夏”字的

遗存，夏王世系也能与司马迁的记载相对

应，但如果没有类似甲骨文这样的化石“史

书”，仅从考古遗存本身发出夏究竟是不是

国家的争论，还是非常有局限。所以，在考

古领域，有关夏朝的探究一直没有停止。

河南郑州东赵遗址位于河南郑州西郊

的高新区沟赵乡赵村（东赵）南、中原区须水

镇董岗村西北，东距郑州商城约 14公里，北

距大师姑城址约 7公里，处于夏商文化分布

核心区域。当“中原腹心地区早期国家的形

成与发展”的学术命题急需找到答案时，这

一区域就被锁定为考古发掘的对象。这就

是延续近3年时间的河南郑州东赵遗址发掘

的初衷和目的，也是一次为解答夏朝是否是

一个真实存在的国家而进行的探索。

大中小三座城址套叠

从 2012 年 10 月至 2014 年，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

联合考古队对东赵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

掘。累计发掘面积达 6000平方米，发现大、

中、小 3 座城址，清理出城墙、城壕、大型夯

土建筑基址，疑似祭祀坑区、灰坑、窖穴、水

井等重要遗迹，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

骨器等夏、商、周时期的文化遗物。

据介绍，东赵遗址新发现的“大城”初步

判定是东周时期的，面积为100万平方米。“中

城”是一座二里头时期的城址，面积为9万平

方米，经推测，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二里头文

化早期城址中面积最大的。“小城”是嵩山以

北发现的第一座确认的新砦期城址。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评价说，此次发现

的大、中、小3座古城遗址，为进一步厘清夏商

时期的时空关系有着重大意义，也为探寻我

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新的佐证。

新砦期城址：夏之前的过渡期

新砦期到底介于什么时期？这一考古

学上的文化分期得名于新砦遗址，它位于

河南省新密市东南 18.6 公里的刘寨镇新砦

村，包括今梁家台、苏沟、东湾和煤土沟四

个自然村的大部分区域，是嵩山周围大型

史前聚落之一。由于其年代在龙山时代和

夏 文 化 之 间 ，所 以 ，考 古 学 称 之 为“ 新 砦

期”。“新砦期文化”尽管有着承上启下的特

质，但在考古界有很大争议。有学者认为，

不存在新砦期文化，因为只发掘到新砦遗

址一个遗存，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新砦期文

化有直接的承上启下关系。直至东赵遗址

的发现，再次证明了新砦期文化并非个体

存在，更重要的一点是，东赵遗址充分证明

了它在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承上

启下关系。

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雷兴山介

绍，此次在新砦期城址南墙外集中发现了 40

余座灰坑，灰坑口部均为圆形，大小相若，五

六座为一组，残存坑口部填土多为质地紧密

的红粘土。通过对已解剖的18座灰坑观察，

它们均为袋状、平底，少数坑底再另挖小坑，

出土陶片年代都为新砦期晚段。在部分坑内

发现有猪骨架、龟壳、人骨等。对此，有关专

家推测，这或是仓储类遗存，或与祭祀有关。

二里头时期城址：发现卜骨、童祭

“中城”遗址为二里头时期城址，始建

于二里头二期，废弃于二里头四期。由于

目前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城址不多，东赵

“中城”的发现对于夏文化的区域聚落形

态及政治地理结构研究是不可回避的重

点对象。

“中城”遗址发掘中，考古人员意外发

现婴儿奠基的现象，引起不少人的关注。

据介绍，用以奠基的儿童遗骸，是在城墙的

某一层位中发现的，说明二里头文化时期

在夯筑城墙的过程中，有将小孩埋入奠基

再继续夯筑的制度，这种以人奠基的现象，

在同时代的城墙修筑中极为少见。

同时，在“中城”内，考古人员发现了一

处卜骨坑，出土数十块密集摆放的卜骨。

这些卜骨都是被使用过的，上面有灼烧过

的痕迹，也有卜兆，它们在同一个卜骨坑里

集中摆放，应该是多次占卜的结果，据考古

学家推测，这可能是商代殷墟卜甲集中埋

藏放置习俗（制度）的雏形。

大型回字形宫殿建筑基址

此次发掘还发现了一个二里头文化时

期 的 大 型 回 字 形 宫 殿 建 筑 基 址 ，面 积 为

3000 平方米，建筑基址内包含陶片，检测为

二里岗下层早段，二里岗下层晚段灰坑打

破该基址，据此，考古人员推测该建筑年代

为二里岗下层时期。这是目前发现规模仅

次于偃师商城的早商建筑基址。

此外，“中城”里还发现疑似二里头文化

时期城址的大型祭祀区：40多个祭祀坑排列

有序，似有分组的可能，有的里面还有猪骨架

和石铲。有学者认为，这里可能是仓储区。

东赵遗址延续时间长，年代序列相对

完整，对夏商时期年代谱系或郑州西北的

区域聚落研究提供了新的历史依据。它的

发掘对于中原地区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研

究也具有重要价值。鉴于该遗址文化内涵

丰富，对夏商时期年代谱系和郑州西北的

区域聚落研究能提供新的视角，对解决新

砦期文化面貌、性质及归属问题有重大学

术价值，有考古专家认为，发掘几十年都是

有可能的。也许更多的精彩将会在之后的

考古发掘中进一步揭示。

201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4 月 15 日，一场尧文化暨

德廉思想的研讨会在山西省

临汾市举办，会上，多位专家

学者表示，陶寺就是尧的都城

在考古学界已形成共识，“尧

都平阳”的说法已成定论。

中 国 社 科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研究员何驽说，中国历史上有

两大至关重要的历史疑案，一

个是何以“中国”？另一个是

尧都何在？或者说尧舜禹真

实存在吗？

始于 1978 年的陶寺遗址

考古在几年前已经解决了第

一个疑问。陶寺遗址位于山

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

约 7 公里的陶寺镇，在考古发

掘中出土了漆圭尺。“陶寺圭

尺地中刻度，从物证的角度说

明最初的‘中国’的含义是地

中之都，中土之国。从目前来

说，陶寺就是最初的‘中国’。”

何驽说。

那么，第二个疑问该如何

破题？文献中没有确凿无疑

地记载尧都在今天何地。《水

经注》言“尧都平阳”，传说在

今山西临汾一带。然而，尧都

地点还有其他含糊的文献记

载，众说纷纭。

何驽说：“考古探索成为

寻 找 尧 都 的 唯 一 可 行 的 办

法。”就是要从考古发掘与研

究中确定遗址的都城性质，再

将相关考古资料与尧都相关

文献记载系统对比，多角度考

古证据指证尧都，最后综合得

出结论。在临汾地区发现的

龙山时代晚期超大型遗址陶

寺由此进入考古学者的视野。

考古专家表示，都城考古

判定都城遗址的标准有城墙、宫殿区、大型宗教礼制建筑、王陵

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和普通居

民区。“陶寺遗址都城考古实际上就是考古寻找上述都城功能

区划的证据。”何驽说。

1978 年至 1984 年，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了居住区和墓葬区。

2000 年和 2001 年，又发现和确定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的北墙、

东墙和南墙，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由此得以确定。2013 年以来，

考古专家又对陶寺早中晚期城址有了更进一步了解。

何驽说，考古发现，大约 20 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城址，已经

初步具备了双城制都城模式。280 万平方米的中期城址，已成

为典型的“回”字形双城制都城，都城内功能区划齐备且明确。

其中，宫城居城中偏北，东南小城为中期王陵区和郊天祭日的

祭祀区，城外北偏西是祭祀地祗的“泽中之方丘”及其附属建

筑，工官管理的手工业区在城内东南部，大约从事农业的普通

居民区则设置在城内西北部。陶寺晚期则出现扒城墙、毁宫

殿、捣王陵等特征显著的政治报复现象。

除了考古探索之外，陶寺遗址还出土了朱书扁壶“文尧”二

字，是陶寺城址为尧都平阳的文字自证。此外，通过与《尚书·
尧典》等历史文献的系统对比，也出现诸多契合之处。何驽说：

“综合来看，陶寺就是文献中所说的‘尧都平阳’。‘尧舜禹传说

时代’不是传说，而是真实存在的信史。”

在研讨会上，相关历史研究学者也从历史文献与考古学

结合的角度佐证了陶寺即尧都。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

所长王震中认为，唐尧最初居于今河北唐县一带，然后自北

向南迁移，中途经过晋中太原，最后定都平阳。“陶寺”与“尧

都”在时空、龙崇拜、陶寺观象台遗址与文献天文历法以及文

明发展高度等方面相吻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

伯谦说：“陶寺就是尧都。我们有责任让所有人都知道尧都

就在陶寺。”

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位于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集宁路古城遗址旗杆山墓地出土了元

代石棺。

此次考古清理出元代墓葬 59座，多为家族墓地。59座墓葬

中发现随葬品的有 22 座，出土有陶器、瓷器、金器、铜器、铁器、

石料器、骨器、木器、丝织品、钱币等。其有砖室墓、竖穴土坑

墓、瓮棺葬多种，出土瓷器、铜器、装饰品多件，丰富了该时期墓

葬研究的实物材料，对深入挖掘集宁路古城的文化内涵、复原

集宁路古城的历史原貌具有重要的价值。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有关负责人说，在该墓地出土的石

棺中伴有钱币、丝绸，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丧葬习俗，对于研究元

代的丧葬风俗和丧葬制度有很高的价值。 （李爱平）

迄今为止，在我国的考古发掘中出土

了大量的贝壳质器物，由于此类材料质地

坚硬、易于加工、制成器物后坚固耐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石器、木器类工具的缺陷

和不足，而在渔猎经济尚占重要地位的远

古社会，这种原料又得之甚易，因此，自新

石器时代以来，以水生贝壳质材料为原料

加工而成的各种“贝器”不断地走向兴盛，

到了我国夏商周时期更是进入了鼎盛期，

尤其是在春秋以前的我国古文化遗址中，

这类器物往往占有很高比例，大量出现于

人们日常所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

和装饰品等领域中，器形制作也越发规范、

精美，直到铁器被广泛推广的战国时期才

逐渐退出生产工具领域。

牡蛎器不同于一般蚌器

牡蛎器，顾名思义就是以牡蛎壳为原

料制作而成的器具，作为一种材质相对特

殊的器物，这种器物在我国的考古发掘中

并不多见，一般仅见于我国沿海地区的新

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属于典型的“贝丘文

化”遗存，具有突出的海洋文化特性，其中

以福建昙石山文化类型遗址出土的史前牡

蛎器最为典型和兼具代表性。

据考古发现，我国古代的贝器主要是

用蚌类的壳制成，所以通常又叫做“蚌器”，

但由于此类器物形制繁杂，器形较小，又多

为一般日常用品，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人们

足够的重视和关注，更缺乏对其全面、系

统、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而在以往有关福

建昙石山遗址的发掘简报和报告中，也曾

把这种用牡蛎壳制作的器具统称为“蚌

器”。不过，牡蛎虽与蚌同属软体贝类，但

两者的生活习性和形状却截然不同，蚌属

淡水贝类，生活在江河湖的水底，而牡蛎

则是常见的海洋贝类动物，属浅海贝类。

牡蛎体形多变化，多呈三角形，壳上有许

多类似树木年轮的弧圈，每年生长一圈，

通过数这些弧圈，可知其年龄，它用一扇

贝壳固定在岩石或其他外物上，通常是一

扇稍大、稍凹，另一扇则略小、略平；因此，

把牡蛎壳制作的器具也称为“蚌器”显然

是不妥的。

牡蛎器如何做成的

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牡蛎器的器物

类型主要有铲、刀、耜和双肩器等。牡蛎铲

的器形呈三角形、梯形或长方形，有的在器

身中部穿双孔或四孔。牡蛎刀的器形呈梯

形、长方形、椭圆形或半月形，器身多穿有

对称双孔。牡蛎耜的器形整体略呈三角形

或梯形，有的在器身上部穿双孔。双肩器

的器形呈扁长圆形，平背，有双肩。以福建

昙石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史前牡蛎器为例，

考古资料证明，这些牡蛎器均系利用一种

生长年龄在 4 年至 5 年左右的长牡蛎壳

（俗称“草鞋蛎”），经简单敲砸去除表面突

出钙质附着物，再于两侧及顶端粗磨加

工、刃部精磨锋利，有些还在器身施以穿

孔制作而成。

生产工具还是装饰物？

关于这些铲、刀、耜等牡蛎器的具体用

途，长期以来学界通常认为是同收割农作

物有关的生产工具，不过，也有人认为是一

种装饰品。但仔细观察，它有使用痕迹，而

且刃部颇锋利，似为一种刮削用的工具，因

此，还有人认为其应是刮削器。其实，“耜”

在我国古代很多文献中早有记载，且通常

与另一种生产工具“耒”并称为“耒耜”，是

重要的农耕用具。考古发现证明我国古代

也确实存在过“耜耕农业”阶段，而且“耒

耜”的使用年代也相当长久，直到商周时期

还是重要的挖土工具，直到三国以后，这种

工具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在福建昙石山文化遗址的历次

考古发掘中均未发现有关水稻等农作物

种植的确切证据，从该遗址出土的石、骨

等生产工具看，基本都是石镞、网坠、石矛

和骨角器等小型工具，且加工粗糙，多为

局部磨制，通体磨光者甚少，可以看出，渔

猎和采集在当时昙石山人的日常生活和

经济结构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

们的食物来源仍然主要依靠捕捞、采集和

狩猎。因此，这些牡蛎器的主要用途并非

农业生产，而是适用于渔猎捕捞、山地挖

掘及浅海滩涂采集贝类作业的一种独具

材质风格和区域特色的砍砸、刮削和挖掘

工具。

最早牡蛎器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

牡蛎器作为一种取材相对特殊的器

具，目前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发现

较少，所以关于它的起源仅从质地上很难

展开深入研究。而从器形上看，福建昙石

山文化遗址（距今约四五千年）出土的这

些牡蛎铲和耜与同属新石器时代海洋性

文化、但年代更早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

（距今约六七千年）出土的骨耜非常接近，

有的在平面形制、钻孔位置及样式上几乎

完全一致，甚至有些牡蛎刀也能够在河姆

渡遗址出土的石刀中找到原型，因此，浙

江河姆渡文化遗址或为这些牡蛎器的最

早起源地。

对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先民

而言，贝壳类生物影响和渗透到人们生

活的各个方面，福建昙石山遗址历次发

掘出土的大量贝壳堆积足以说明贝类是

当时先民的重要食物来源，这些食用后

的贝壳经长年堆积，形成了今天独具特

色的“贝丘文化”，从而也印证了《逸周

书·王会解》中“东越海蛤”的历史记载。

尤其是在昙石山遗址第 6 次考古发掘中

发现的 19 座灰坑和 20 多座墓葬中，有的

灰坑内几乎全是蛤蜊壳，可谓名副其实

的贝丘遗址，并且此时的昙石山先民已

懂得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道理，他们把

食用后的一些个体较大的贝壳，特别是

长牡蛎壳，加工成各种器具，但可看出这

些牡蛎器大都加工粗糙、制作工艺也相

对落后，与浙江河姆渡文化发达的骨器、

木器等相比，农耕痕迹不甚明显，农业发

展还处在较低水平，仍然徘徊在最原始

的初级阶段。

（作者系福建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馆员）

西沙2015年水下考古正式起航
本报讯 4 月 12 日，西沙群岛 2015 年度水下考古工作启动

仪式在海南省文昌清澜港举行，经过 2年多的精心筹备，备受关

注的西沙珊瑚岛一号沉船遗址水下考古发掘、金银岛一号沉船

遗址水下考古调查由此拉开帷幕。“中国考古 01”号考古船参

与了此次考古调查，为配合相关考古工作，船队还配备了 4艘辅

助船舶参与工作。

西沙群岛 2015 年度水下考古工作考古作业范围为永乐环

礁海域。经过各方的紧密配合和充分准备，由 25名队员组成的

西沙群岛水下考古工作队搭乘以“中国考古 01”号为母船的船

队从文昌清澜港出发，将进行为期 45天的考古发掘。

据了解，我国先民自古以来在南海从事生产生活活动，

西沙群岛是“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必经之地，遗留下大量的历

朝历代的水下文化遗产。 根 据 考 古 队 前 期 摸 底 调 查 统 计 ，

珊瑚岛一号沉船遗址和金银岛一号沉船遗址遗留有大量清

代中期石质建筑构件与石雕件，从已经掌握的材料推测，应

当是当时移居海外的先民，为在移居地修建房舍、祠堂、庙

宇等而在国内订制的建筑材料，由于运送船只失事而遗留

在 该 海 域 。 珊 瑚 岛 一 号 沉 船 遗 址 分 布 面 积 约 100 米 ×200

米，水深 2 米至 7 米，距珊瑚岛距离约 2000 米。金银岛一号

沉船遗址分布面积约 150 米×300 米，水深 3 米至 9 米，距金银

岛距离约 2500 米。 （沙 文）

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元代石棺

二里头时期卜骨遗存局部

二里头时期城址城墙基槽内奠基遗存

二里头时期城址（东赵中城）城墙剖面

铲 刀 双肩器 耜


